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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两期数据（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和动态研究视

角，本文系统分析和讨论了当今体制二元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由

此产生的工作流动的发生机制及其经济后果，提出体制分割成为影响劳动力

市场机会结构和经济后果不平等的重要集体性中介因素。体制对工作流动

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体制的稳定性效应，即为其成员提供内部庇护，从而降

低体制内工作流动率；体制的收入效应，即与体制外流动相比，体制内工作流

动会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体制的壁垒效应，即体制阻止和排斥体制外的劳

动力发生跨体制流动，从而影响工作流动的方向。经过使用倾向值匹配、

ＩＰＴＷ等统计技术控制样本选择性后，分析结果显示，体制分割的这三方面效

应均呈显著影响，且结果稳健。本文将体制分割与工作流动过程相结合，探

讨体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动态作用，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

中的分层与流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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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谢宇在《认识中国的不平等》（２０１０）一文中提出，“中国的不平等在
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的中介性因素体现出来”，集体的中介性因素对
社会结构的分割有深刻影响。对于个体而言，有些集体性机制具有先
赋性特点，如户籍、地区等，是伴随个体出生而至的结构性差异；有些则
在生命历程中因个体的行为选择与被选择而发挥作用，如单位、行业、
所有制等，影响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而影响社会的分化过程和
分层结构。个体的集体属性并非一成不变和无法摆脱，农转非、空间迁
移、转换工作单位、跨部门流动等都反映了特定集体属性的变更。集体
性机制本身同样也并非一成不变，城镇化、单位改制、市场转型和经济
体制改革均是制度变迁所引起的结构调整，集体性机制的变革带来社
会整体的动态分化过程。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的市场转型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制
度变迁，特别是影响了集体性机制的变革。在市场转型前，中国实行的
是再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全国实行统一的劳动力调配制度，农业户籍
劳动力根据出生地固定于集体土地，城镇户籍劳动力根据国家分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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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于个人所属单位。计划经济的特点是统分统配，整个社会中不存在
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单位制实现社会管理和资源配置。
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单位制度成为城市分层的重要集体性机制和组
织形态（刘平等，２００８），将非农就业人口划分在不同层级的社会结构
中。单位制的特点是国家的高度控制和个体的绝对依附，单位几乎决
定了城镇工人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的市场转型初期是以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双轨制”时代（边燕杰、张文宏，２００１）。改革开放
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私营部门逐渐兴起，个体、私企、外企等新经
济形式刺激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劳动合同制应运而生。
在这一时期，统分统配的单位用工制度和自由聘用的劳动合同用工制
度并存，并根据所有制部门的差异逐渐分割。这主要是因为国有部门
并不完全对市场开放，单位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工作单位逐渐
被称为“体制内”部门，成为一个边界清晰的共同体。而在非公有的私
营经济部门，个体在市场机制的效率逻辑引导下就业和流动，形成“体
制外”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非农劳动力开始拥有工作流动的自主
选择权，一些体制内工作的个体抓住了经济转型的时机，为追求更高的
经济效益选择“下海”，流动到私营经济部门就业。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市场经济转型进入加速期，市场机制逐
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整个国家经济组织制度在经历了企事
业单位改制后，整体意义上的单位制基本解体，体制内外实行全员劳动
合同制，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发展。市场转型过
程导致制度约束的极大放松和市场力量的极大增长，整体社会流动性
的提高使得个体可以通过评估自身能力和市场需求自行选择工作和流
动途径：户籍制度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农业户籍劳动力人口有了自
由流动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市场开放和经济部门多样化在结
构上为个体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资源配置逐渐遵循市场规律，表现在
教育、工龄等人力资本的收入回报逐渐提高（Ｍ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ｉｄｄ，１９９７；

Ｍｅｎｇ，２０１２）。整个社会呈现巨大的经济活力。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

由于市场转型过程的渐进性特点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传统的单位
制依然滞留在现有体制中；另一方面，市场转型中所有制结构演变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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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改革过程塑造了国有和非国有两种体制并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因
此产生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二元分割。这一分割以“体制”为机制来划分
边界，逐渐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部门和资源
体系，塑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事流动逻辑和工作流动路径。体制内
的国有经济部门享有更多的财政资源支持和国家政策倾斜，对于劳动
力市场中的个体来说，体制内工作具有计划经济时期“铁饭碗”（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５）的特征，意味着更高的收入、福利、声望和保障。与之相
比，非国有的市场竞争部门属于“体制外”领域，受市场规律和效率逻辑
引导，“优胜劣汰”，雇主和劳动力之间通过双向选择进行供需匹配，对
市场信号更加敏感。由于缺少国家资源和政策支持，应对宏观经济波
动的能力较差，劳动力在拥有工作的自由流动环境的同时，更多承担着
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体制本身逐渐成为当
前中国社会中重要的集体中介性因素，造成劳动力市场中二元分割的
结构性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个体工作流动的发生、方向和结果，进而影
响了社会整体的分层结构和不平等状况。

社会制度变迁和经济改革过程催生了学术界关于市场转型过程与
劳动力市场不平等问题的一系列研究（Ｎｅｅ，１９８９，１９９１；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ｏｇａｎ，１９９６；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Ｍｏｅｎ，２００１；Ｂｉａｎ，２００２；Ｗｕ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０３；李路
路等，２００６；Ｘｉ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吴愈晓，２０１１；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７）。其
中，关于单位或体制作为集体中介性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转型
初期的静态分析，如转型过程中的跨部门流动（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李
路路等，２０１６），单位制度下城镇职工的单位福利和收入不平等（Ｗｕ，

２００２；Ｘｉ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精英流动和精英循环的影响因素（Ｌｉ　ａｎｄ
Ｗａｌｄｅｒ，２００１），不同部门的人力资本回报（邢春冰，２００７），部门分割带
来的收入差异（孙文凯等，２０１６；孙文凯、樊蓉，２０１７），等等。这些研究
或使用回溯性数据建构时间维度，或使用横截面数据“以空间换时间”
并通过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来间接测量时间维度，但都缺乏实际
的动态视角和准确的追踪信息，只是局限于体制（或单位、部门）的静态
作用的讨论（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李路路等，２０１６）。然而，体制除了带
来静态作用外，还会和工作流动相结合，产生动态作用。忽略体制带来
的动态影响有可能会低估体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二元分割效应。另
外，已有讨论多限于市场转型初期，其结论难以反映市场转型后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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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变化———日益频繁的工作流动现象。关于工作流动
现象的研究，吴愈晓（２０１１）细致探讨了市场转型以来工作流动对经济
地位获得的影响，但其研究主要是基于大学学历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
场，本质上仍然是研究不同人力资本如何通过工作流动获得收入，体制
的结构效应并不是其讨论的重点。如上所述，后转型时代的中国劳动
力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关于体制分割对工作流动影响尚未有系统研究。

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使用高质量数据，以体制二元分割对
工作流动过程的影响为对象，进行严谨系统的实证分析，以期推进关于
劳动力市场现状和社会分层结构的知识积累。具体来说，本文采用工
作流动过程的动态视角，着眼于体制这一重要的集体中介机制对劳动
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和工作流动的影响。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当
前的劳动力市场中，体制分割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体的工作流动，进而形
成结构化不平等。本文提出，在体制分割造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中，工
作流动存在发生机会、收入变化、流入方向三个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二、劳动力市场中的体制分割与工作流动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转型经过渐进式市场改革
后，再分配体制的计划经济逐渐萎缩，转向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在这一新的经济体制中，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为市场机制所调剂，另
一方面又深受单位制的滞留效应和国家对所有制部门的制度安排带来
的双重作用，形成了以“体制”为边界的二元分割结构，给个体的工作流
动和流动结果带来深刻影响。本部分结合理论分析和经验观察提出，
劳动力市场中的体制分割对工作流动产生三种效应：体制的稳定性效
应影响工作流动的发生机会；体制的收入效应带来工作流动不同的收
入变化；体制的壁垒效应影响工作流动的方向。

（一）体制的稳定性效应与工作流动的发生
市场化转型是市场竞争逐渐取代计划调节的改革过程，即资源要

素逐渐由市场配置，而非行政系统进行再分配安排。这一转型导致传
统单位制的式微和新兴劳动力市场的兴起。在市场转型以前和转型初
期，传统的单位体制是国家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重要制度安排，
也是制造社会不平等的重要集体性机制之一（谢宇，２０１０）。城镇人口
所在单位几乎决定了其工作就业、经济收入、政治参与，甚至包括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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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央及各级政府而言，单位是国家政
策和制度安排得以顺利实施的载体和保障。对城镇户籍人口而言，单
位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性和清晰边界的共同体，为其成员提供内部庇
护。单位的影响贯穿了城镇人群的整个生命历程，包括出生、教育、工
作、婚姻、家庭，直到退休和死亡。在这一体制中，单位对个体有极大控
制权。同样地，个体对单位有着同样程度的依附（李路路等，２００６）。随
着市场转型的深入，私有部门的逐步兴起，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个体逐
渐拥有了工作选择和工作流动的自主选择权，游离出国家的统一安排。
个体对于单位的依赖程度也发生了变化：公有单位内部依然是一个相
对封闭的组织，为成员提供共同体资源；而在私营经济领域中，市场供
求机制占主导作用，人们可以根据自身能力和经济收益来选择和转换
工作单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整体意义上的单位制度基本退出了历
史舞台。

单位制的整体瓦解并不意味着单位制效应完全消失。事实上，单
位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依然以新的形式滞留在后转型时期中国的劳动
力市场中，并在新的条件下，塑造出一种体制分割所导致的二元经济结
构，特别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之上（李路路等，２００６）。具体来说，体制内
各种国有部门自成一体，包括国有企业、政府、事业单位等。这些部门
通常拥有“国字头”，垄断重要发展资源，受到国家政策和政府部门的倾
斜支持，成为维护国家统治和合法性的象征。就劳动力市场而言，体
制内形成边界清晰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拥有集体的共同体资源，并在制
度层面对员工提供保护，可以有效地应对或规避外部经济冲击和市场
化风险。其成员受到所处工作单位的庇护，工作稳定，声望高，福利好，
同时具有更强的能力来应对市场经济波动。与此相反，处于体制外的
企业大多属于私有或民办企业。这些企业通常产权清晰，企业决策受
到市场条件影响，且对市场信号高度敏感。员工的工作环境和收入待
遇受市场条件左右，在不同行业和不同时间点有极大差异和不稳定性。

通过体制分割产生的这些鲜明特点，不难认识到，体制内劳动力市
场中的工作流动也有着鲜明的不同之处。对于体制内单位员工来说，
优越的工作条件、待遇和抗风险的能力意味着，体制内工作单位是员工
职业生涯中一个相对稳定的避风港，因此，人们不愿轻易变换工作单
位。与此相对，在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双方都受到市场机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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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雇主对市场信号敏感，遵循效率最大化逻辑，“优胜劣汰”，对劳动力
的需求随市场条件不断调整；雇员随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变化以及个体
追求主动向上流动或被迫变换工作。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体制内员工
的工作流动频率要明显地低于体制外员工的工作流动。我们将此称为
“体制的稳定性效应”。

（二）体制的收入效应
以上讨论的“体制的稳定性效应”意味着，体制内单位为其成员提

供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因此，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相比，体制内成员会
有较低的工作流动率。我们进一步提出，体制分割不仅影响了不同的
工作流动率，还为体制内外的工作流动带来不同的经济回报。具体来
说，因为体制分割为那些在体制内转换工作的成员提供了进一步的收
益，体制本身为工作收入带来部门溢价（Ｘｉｅ　ａｎｄ　Ｗｕ，２００８；孙文凯等，

２０１６），所以，与体制相关的工作流动（体制内部流动或跨体制流动）会
进一步较大幅度地带来收入的增长。

根据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在完全成熟的市场中，尽管存在市场波
动，但人力资本相同的个体还是会拥有相近的收入回报，因此，分割劳
动力市场的产生通常源于人力资本的分化。但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
中，单位和所有制结构带来的二元体制塑造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成为
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集体性机制之一，自转型伊始便发挥重要作用。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体制或所有制部门溢价的现象，但这些研究多集中
于静态比较，只是使用调查数据来分解不同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在控制
了人力资本构成后，估测不同部门或工作单位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程
度（孙文凯等，２０１６；孙文凯、樊蓉，２０１７）。这类研究从整体意义上探讨
了体制在劳动力市场上产生的收入差异，但这一静态分析难以令人满
意。首先，收入会随个体的职业生涯的变化而变化。即使个体的工作
单位不变，其收入也会随时间而变化，因此，根据截面调查收集的一次
性收入信息来测量部门溢价，其信息是有限的，甚至是有问题的，因为
个人收入受其他多方因素影响，这些噪音难以在截面数据中被充分控
制。其次，工作流动是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影响收入变化的重要机制，而
流动本身是一个动态事件。我们研究体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来的收
入溢价，应该将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转换事件放在分析模型中予以充
分考虑。近年来出现的高质量追踪数据使得我们可以从动态角度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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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工作流动前后变化显示出的收入增量，而不仅仅是着眼于收入的静
态存量。

从动态角度来看，单位中员工收入会随时间（工作经验）的变化而
变化。同时，工作流动也会带来收入上的变化。如前文所述，体制内外
的工作单位具有不同的人事流动逻辑和工作流动路径，不同的工作流
动会进一步影响收入变化的幅度。为此，我们从动态的视角探讨劳动
力市场中不同群体的前后收入变化，以便认识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
如何影响工作流动带来的收入变化。在这里，我们特别指出以下三个
考虑：首先，体制内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因素不仅受市场机制的影响，
还与其他制度要素有关。体制内工作得到国家支持和政策倾斜，从业
者拥有较高的收入、声望和福利，同时承担较低的市场化风险。体制的
庇护使得部分员工没有激励寻求工作流动。对于这部分员工来说，体
制带来的收入溢价主要体现在静态的最初收入的绝对数量上，而非职
业历程中获得的收入变化上。这种溢价正是人们追求的“铁饭碗”，客
观上导致了社会中热度不减的“公务员热”。第二，个体一旦发生与体
制相关的工作流动，如体制内部工作转换、跨体制流动（流入或流出），
这些多为向上流动的事件，因此会带来较高的收入增长。体制会通过
动态的工作流动为收入增幅带来进一步的溢价。第三，与此相对，在体
制外市场竞争部门工作的雇员，其收入回报一方面直接来自其个体人
力资本（如教育、工作经验等）的回报，他／她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
需信号来及时调整转换工作以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体制外劳动力市场
与宏观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受经济波动影响大，个体可能因外生的经济
环境的波及而被迫变动工作，影响甚至打断工作经验的积累和收入的
稳步增加。因此，在效率逻辑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中，体制外劳动力的收
入因受到工作流动影响的变化方向并不稳健，收入的增加或降低都有
可能发生。以上三点意味着，局限于体制内外的工作流动者、跨体制流
动者和体制内工作不流动者、体制外工作不流动者之间可能存在收入
动态变化上的系统性差异。

综上所述，劳动力市场中的体制（或部门）溢价并不仅来自静态的
收入差异，还会表现在随工作流动的动态过程而来的收入变化幅度上。
此外，体制内员工的工作流动更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收入回报。换句话
说，预期的收入增长提供了体制内工作流动的驱动力。我们将其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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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作用于工作流动而来的收入效应”。

（三）体制的壁垒效应与工作流动的方向
体制不仅为其成员提供了稳定性效应和收入效应，还提供了一个

坚固的壁垒与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隔离，特别是阻止体制外群体流入
体制。在经济转型初期，工作流动的方向大多是单一的，即由传统的国
家统分统配的单位流入市场化机构，部分原因是体制内单位僵硬的工
资等级制度所致。相比之下，新兴的市场竞争部门拥有更高的经济效
益和人力资本回报，差异性的收入回报吸引了一批国有单位员工流动
到体制外，这一现象被称为“下海”（Ｗｕ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０３）。这一趋势的另
一动力来自国家推动的企事业单位转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抓大放
小”的国企产权改革迫使国有单位的一些职工承担政策的负面后果而
不得不更换工作单位，如下岗再就业。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后的体制表现出鲜明的二
元分割特点：一方面，相对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另一方面，
涉及重大发展战略的经济项目和国有企业仍然保留在体制内，并得到
国家政策和行政力量的保护支持。在随后的演变过程中，国有部门的
就业优势日益明显，人们更有意愿进入体制内享受国有部门带来的各
种福利。

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作流动的方向不再是单一的由体制内
流向体制外，而是表现为不同的流动方向或路径，具体可划分为以下四
种类型（见图１右侧中间部分）：（１）体制外的劳动力在体制外的不同单
位间流动。这个流动群体是一个“混合体”，既有根据自身人力资本和
把握机会向上流动的个体，也包括人力资本较差的群体，他们易受经济
波动影响而不得不频繁换工作。（２）体制内的工作转换。这个群体通
常是经组织安排而工作流动的，他们只是在体制内单位间流动，依然享
受体制内的各种福利待遇，紧握“铁饭碗”。他们是地位稳固的既得利
益者。（３）体制内流向体制外。这部分群体曾被称为“下海”的“弄潮
儿”，他们放弃较为安稳的体制内工作，进入市场化浪潮中以期通过市
场机制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一群体通常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抓住市
场机遇，自主选择工作流动，高经济收益是他们预期的工作流动目标。
（４）体制外流入体制内。这部分群体通常是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
人力资本的市场中的“精英”，通过体制内行政企事业单位等向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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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招贤”等渠道，被吸纳进体制。这类工作流动多属于积极的向上
流动。这四种工作流动类型有不同的方向和性质，给参与者带来不同
的生活机遇。

图１：基于ＣＦＰＳ两期数据构建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动态工作流动过程

　　以上四种工作流动路径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为
特定的体制结构所塑造的。以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工作流动路径为
例，体制内外的就业机会结构大为不同，体制内部门就业岗位在整个劳
动力市场中的比例远低于市场竞争部门，因此，体制内外就业难易程度
不同，人们经过更激烈的竞争才能进入体制获得“铁饭碗”。体制成为
一个无形的门槛阻碍跨体制流动，特别是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流动（李
路路等，２０１６）。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流动主要集中于所属领域之内，
即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流动主要发生在体制内各单位之间，而
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流动主要发生在体制外的组织之间。体制外
的劳动力流动极少有机会进入体制内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将这种体制
内外间，特别是由外入内的巨大阻碍和排斥称为“体制的壁垒效应”。

总结来说，体制因素之所以能分割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对社会行动
者产生工作流动发生机会、收入变化和流动方向三方面的系统性影响，
主要是基于政治制度下国家对所有制结构和产权安排的特殊性要求，
是国家权力运作产生的后果。渐进式的市场转型过程虽然逐步将市场
要素纳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劳动力市场，个体也可以
在劳动力市场中自由流动，但从结构上看，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仍
然会为维持自身优势而采取各种社会封闭（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策略，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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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壁垒效应”则是这种封闭策略的具体展现。也正是因为严格控
制外部群体的流入，现有体制内群体才可以在再分配过程中维持整体
上的资源优势，进一步表现出体制内的稳定效应和体制与工作流动相
结合带来的收入溢价。

三、基于数据建构工作流动的动态过程

（一）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 ＣＦＰＳ）的２０１０年基线数据和

２０１２年追踪数据。ＣＦＰＳ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追踪性的社会调查项
目。在实施上，ＣＦＰＳ采取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
样方法，覆盖全国２５省，具有全国代表性（谢宇等，２０１４）。在调查内
容上，ＣＦＰＳ涵盖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和丰富的工作信息。我们对比

２０１０年的基线调查和２０１２年的追访调查两期数据，可以动态捕捉到
被访者在两期数据中的工作流动情况。本文的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０年时
介于１６—６５岁，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人口。经过数据清理，最终得到
样本４　１０３个。

１．本研究主要关注工作流动在体制结构上的系统差异，工作流动的分类可以有多个维度，但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任何工作流动，即不区分更换雇主或工作单位的流动与单位内部流动以及
职业变化等的流动。

我们利用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和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两期数据中工作模块的丰富
信息，首先构建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变量：通过对比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２年
的主要工作内容，判断受访者在两年间是否发生工作流动，１构建工作
流动变量（０／１，“流动”＝１）；根据受访者在两次调查中主要工作的工
作单位信息，我们将 “国家机关、政府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归为“体
制内”，将“私营或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等”归为“体制外”，由此
构建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的体制变量（０／１，“体制内”＝１）；根据两年间收
入变化计算出收入增长率，并根据各省、分城乡的ＣＰＩ指数按２０１２价
格加以调整。另外，统计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性”＝１）、

２０１０年时的年龄、２０１０年时的户籍（“城镇”＝１）、２０１０年及以前完成
的受教育年限、２０１０年时该份工作的工龄及其平方、党员身份（“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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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岁时的户籍（“农村”＝１）、父母受教育年限（两者取高）、２０１０
年职业ＩＳＥＩ。表１展示的是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１：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部样本

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１０年在体制内

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１０年在体制外

均值 标准差

Ｔ检验／
χ２检验
Ｐ值

两年间是否换工作 ０．１６８　 ０．３７４　 ０．０８４　 ０．２７７　 ０．２１２　 ０．４０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在体制内 ０．３４１　 ０．４７４　 １　 ０

２０１２年在体制内 ０．３３７　 ０．４７３　 ０．９５４　 ０．２０９　 ０．０１８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收入对数 ９．６７１　 ０．８４０　 ９．８９１　 ０．７４１　 ９．５５７　 ０．８６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收入对数 ９．９９８　 ０．８９８　１０．１３８　 ０．８８９　 ９．９２５　 ０．８９４　 ０．０００

两年间的收入对数差 ０．３２７　 ０．８９８　 ０．２４６　 ０．８１９　 ０．３６８　 ０．９３４　 ０．０００

性别（“男性”＝１） ０．６２１　 ０．４８５　 ０．６２７　 ０．４８４　 ０．６１７　 ０．４８６　 ０．５３４

年龄（２０１０年） ３８．６７２　１０．５５８　３９．９２１　１０．１０５　３８．０２７　１０．７２９　 ０．０００

户籍（２０１０年，“城市”＝１） ０．６９７　 ０．４６０　 ０．８１７　 ０．３８７　 ０．６３５　 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２０１０年） １０．３４６　 ４．０９６　１２．４２５　 ３．６２８　 ９．２７１　 ３．９０７　 ０．０００

工龄（２０１０年） ９．９９１　 ９．３４５　１３．９０６　１０．２５０　 ７．９６８　 ８．１３５　 ０．０００

党员身份（“党员”＝１） ０．１４８　 ０．３５５　 ０．２８７　 ０．４５２　 ０．０７６　 ０．２６５　 ０．０００

１２岁时的户籍（“农村”＝１）０．７１１　 ０．４５３　 ０．５６４　 ０．４９６　 ０．７８７　 ０．４０９　 ０．０００

父母受教育年限（取高） ６．３８３　 ４．６２８　 ７．２４９　 ４．７３１　 ５．９３５　 ４．５１０　 ０．０００

职业的ＩＳＥＩ（２０１０年） ４２．６６３　１５．７８２　４９．５０６　１６．９１１　３９．１２６　１３．９０５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４　１０３　 １　３９８　 ２　７０５

　　表１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２０１０年在体制内外不同环境
下从业的人群在各个统计指标上均有显著差异（性别分布除外），表明
体制分割下的两类人群本身存在严重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会影响
个体随后在劳动市场中的工作流动行为。在下面分析中，我们将使用
不同的因果推断策略来处理这种选择性偏误。

（二）工作流动的动态过程与体制的三种效应
不同于以往研究将工作转换作为事件的静态结果，本研究关注体

制内外二元劳动力市场中个体的动态工作流动过程。图１展示了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和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两期数据背后的工作流（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提供了当期样本中劳动力在２０１０年所处的静态工作状态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劳动人口被分割在体制内外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这
是我们分析工作流动过程的起点。

与２０１０年的工作状态相比较，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年的追踪数据提供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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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２０１２年的劳动力市场中的静态工作状态，这是工作流动过程的终
点状态。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部分劳动力经历了体制内外的工作流动
或跨体制流动，另一部分劳动力则待在原工作单位未有变化。经过这
一动态过程，在２０１２年，样本中起始状态的两个群体（体制内和体制
外）根据各自经历而转化成为六类人群：体制外工作不变者、体制外的
工作流动者、体制外流向体制内的个体、体制内工作不变者、体制内流
向体制外的个体和体制内部工作变动者（见图１右侧）。通过ＣＦＰＳ追
踪性数据，我们完整刻画了两期数据间劳动力市场中体制分割下的工
作流动的动态变化过程。

图１所示的工作流动过程图可以清晰地展示我们的研究思路。首
先是“体制稳定性效应”（第一个虚线框），研究问题是：２０１０年处在体
制内外的劳动力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是否发生过工作转换？第二是“体制
的收入效应”（第二个虚线框），研究问题是：发生工作流动与否而带来
的收入变化在体制内外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最后是“体制壁垒效应”
（第三个虚线框），研究问题是：在发生工作流动的人群中，是否有系统
性的证据表明，体制外的群体更难以流入体制内。

２．倾向值匹配过程的具体数据结果暂不展示，读者如有兴趣可联系本文通讯作者。

接下来，我们将建构验证体制三种效应的实证策略，并展示数据分
析的结果。

四、实证策略与分析结果

基于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和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两期数据，我们展示了体制分割
下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作流动的动态过程。本部分将就体制对工作流
动的三种效应分别建构相应的实证策略，同时在各个实证策略中分
别展现倾向值匹配前后的数据结果，２验证体制对工作流动是否发
生、对工作流动带来的收入变化和对工作流动发生后的流入方向的
具体效应。

（一）体制稳定性效应的实证策略
体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首先影响工作流动的发生机会，即体制

内与体制外的劳动力换工作的概率存在差异，这是体制稳定性效应。
然而，从表１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最初处于体制内外的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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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中的个体特征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体制内的就业人口
的社会经济特征和人口结构特征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换言之，２０１０年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劳动力构成具有选择性，属于两种不同的人群，这种
选择性差异本身会对是否进行工作流动产生影响，造成估计上的偏误。
验证“体制稳定性效应”的实证策略重点是处理样本最初在体制内和体
制外分布的选择性偏误。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倾向值匹配，获得平衡的
样本后再对工作流动发生机会进行估计。

倾向值匹配是进行因果推断的重要方法和实证策略之一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１９８７；Ｒｕｂｉｎ，２００６；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ｉ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８），通过对干
预组和控制组进行估计，获得平均干预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ＡＴＥ）、干预组平均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Ｔ）和控制组平均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ＡＴＵ）。分组干预效果的估计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样
本选择性，即样本在干预组与控制组的分配并不是随机的，实际分配过
程往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为避免样本选择性造成的内生性，影响干
预效应的效果评估，通过罗森鲍姆（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和鲁宾（Ｒｕｂｉｎ）创立的
“倾向值匹配”方法，将控制组和干预组中接受干预的倾向性相同的个
体进行比较，以获得实施干预措施带来的干预效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１９８７）。倾向值匹配方法能够应用于因果推断是基于“可
忽略性假设”（Ｉｇｎｏ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Ｕｎ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０），即在控制
可观测的协变量之后，潜在干预效应与是否接受干预本身不相关。基
于可忽略性假设，在尽可能地控制可观察到的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经济
特征和人力资本情况这些协变量之后，我们假定个体“是否发生工作流
动”这一事件与“是否处于体制内工作”这一干预本身无关。此假定满
足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使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解决样本分布在体制内
外的选择性偏误。

具体实证策略为，首先通过Ｌｏｇｉｔ模型，将“２０１０年的工作是否属
于体制内”这一状态（Ｚ）作为因变量，将观察到的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经
济特征、人力资本情况作为自变量（Ｘ），计算不同状态的倾向值分数，
即个体接受某种干预的概率，即ｐｓｉ＝Ｐ（Ｚｉ＝１｜Ｘｉ）；采用“最近邻居匹
配方法”（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对倾向值相近的个体进行１∶１的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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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获得匹配后平衡的样本，处理“工作流动”这一事件发生前的样本选
择性偏误。其次，使用匹配后样本，计算工作流动在体制内外分布的比
例及工作流动的发生几率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并进行统计检验（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０８）。

表２展示的是倾向值匹配前后体制内外工作流动发生机会的差
异，其中第一列数据展示全部样本中发生工作流动的比例。从数据中
可以得到，在匹配前的全部４　１０３个样本中，２０１０年有２　７０５人在体制
外的劳动力市场部门工作，有１　３９８人在体制内就业，体制内国有部门
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发生工作流动的劳动力占比为８．３７％，远远低于体
制外的市场竞争部门的工作流动发生比例（２１．１８％）。因此，不控制任
何条件下的体制内外工作流动的粗对数发生几率比为－１．０７９。

表２：倾向值匹配前后体制内外工作流动发生机会差异

２０１０年工作状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工作流动
匹配前 匹配后

体制内（％） ８．３７　 ８．３７
体制外（％） ２１．１８　 １７．６０

Ｄ －１．０７９ －０．８４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９）

　　　　　　　注：１．Ｄ＝ｌｏｇ（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根据２０１０年是否在体制内进行１∶１的匹配

　　然而，由于最初是否在体制内的人群本身具有选择性，这种选择性
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之后是否发生工作流动，因此，我们通过Ｌｏｇｉｔ模型
计算了２０１０年在体制内的概率，控制变量为性别、２０１０年时的年龄、

２０１０年时的户籍、２０１０年及以前完成的受教育年限、２０１０年时该份工
作的工龄及其平方、党员身份、１２岁时的户籍、父母受教育年限、２０１０
年职业ＩＳＥＩ，并进行１∶１的倾向值匹配，经过平衡性检验，匹配后样本
（体制内外各为１　３９８人）在２０１０年前的个体特征上无显著性差异，即
匹配后样本中流动和非流动的两组人群在可观察的变量上相似。

使用匹配后样本２　７９６人，我们重新计算了分割在体制内外的劳
动力市场中工作流动发生的比例，如表２的第二列数据结果所示，与体
制内８．３７％的工作流动比例相比，体制外的市场竞争部门中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工作流动的发生比例为１７．６％。在处理选择性偏误之后，两组
工作流动的发生比例差别有所降低，此时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净对数工
作流动发生几率比为－０．８４９，即处于体制内的劳动力转换工作与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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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比例是处在体制外的劳动力群体的４３％（ｅ－０．８４９），统计意义显
著。由此可见，体制确实将当前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二元分割，并在体制
内构造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结构，为内部成员提供稳定的庇护，影
响工作流动的发生。

（二）体制的收入效应的实证策略
工作流动一般会带来个体在收入上的变化，而体制对劳动力市场

的分割进一步影响工作流动带来的收入变化的幅度（即体制的动态溢
价部分），这是体制的收入效应。根据工作流动的动态视角进行分析，
区分是否发生工作流动的收入变化在体制内外部门的系统性差异，本
质上是一个三重差分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样本存在两个选择性
的过程：首先，最初状态“是否在体制内”的群体存在系统性偏误；其次，
在两期之间“是否发生过工作流动”存在选择性偏误。要想获得体制和
工作流动带来的净收入增长率，就需要处理每个过程的样本选择性偏
误。为保证样本量，我们使用倾向值匹配和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以下简称ＩＰＴ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控制，解决
选择性问题。不同于匹配的原理，ＩＰＴＷ方法首先由罗森鲍姆提出，是
一种以模型为基础的直接标准化方法，属于边际结构模型（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Ｒｏｂｉｎ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ＩＰＴＷ依然基于倾向值相等
或近似相等的干预组与非干预组内个体的干预前协变量分布一致的原
则，通过将倾向值做逆运算，作为个体所附带的权重，构造一个虚拟样
本。此时，个体干预前各个特征变量独立于干预处理的分配，干预效应
可以通过组间结果直接进行比较获得。使用倾向值匹配和ＩＰＴＷ等方
法处理多重选择性偏误以获得平均干预效应，是在“可忽略性假设”的
基础上假定满足“序次可忽略性”（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Ｉｇｎｏｒａｂｉｌｉｔｙ），即在控制
可观测的协变量之后，潜在的前干预效应（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与是
否接受这一前干预本身不相关；在控制可观测的协变量和前干预变量
之后，潜在的后干预效应（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与是否接受这一后干
预本身不相关（Ｉｍａ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ａｎｄ　Ｊｏｆｆｅ，２０１２）。基于序
次可忽略性假设，在尽可能控制可观察到的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经济特
征和人力资本情况这些协变量之后，我们假定个体“是否发生工作流
动”这一事件与“是否处于体制内工作”这一前干预本身无关；在尽可能
地控制了可观察到的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和人力资本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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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处于体制内工作”这些变量后，假定收入变化情况与“是否发生工
作流动”这一后干预本身无关。此序次可忽略性假定满足的条件下，我
们可以使用倾向值匹配和ＩＰＴＷ相结合的方法处理样本分布在体制内
外及是否选择换工作的先后两次选择性偏误。

具体的实证策略为，首先，使用基于“２０１０年是否在体制内”进行
倾向值１∶１匹配后的平衡样本，这是处理样本的第一个选择性偏误。
再根据“是否发生过工作流动”（ｐ１）计算倾向值，使用ＩＰＴＷ方法计算
逆概率权重：

ｗ＝ １
Ｘ１＊ｐ１＋（１－Ｘ１）＊（１－ｐ１）

其中，Ｘ１ 为“是否发生工作流动”（“流动”＝１），ｐ１ 为对应的通过Ｌｏｇｉｔ
模型计算的概率，这是处理样本存在的第二个选择性问题。其次，使用
此时加权后的匹配样本，计算收入增长率（Ｄ）在是否发生工作流动
（ＤＩＤ）和体制内外（ＤＤＤ）的结构性差异，进行系统性比较。

表３展示的是体制分割为劳动力市场中工作流动和不流动群体带
来的收入变化的差异。第一到三列数据展示的是不控制任何条件下的
体制内外劳动者在两年内的粗收入增长率，其中收入增长率为对数值，
这是第一重差分结果，也是我们在前文介绍“数据和变量”时构造出来
的结果变量之一。在不考虑任何选择性偏误的情况下，体制带来的收
入效应的大小存在以下特点：首先，无论体制内外，不换工作的人群的
收入增长幅度整体上远远低于发生工作流动的人群，体制外的工作流
动群体的增长幅度为０．５７４，比体制外的工作不流动群体的收入增幅

表３：倾向值匹配 ＆ＩＰＴＷ加权前后体制内外是否工作流动带来的

收入变化差异（三重差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收入变化（Ｄ＝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１２）－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１０））
匹配前

“是否发生工作流动”
匹配＆ＩＰＴＷ后

“是否发生工作流动”

２０１０年工作状态 是 否 ＤＩＤ 是 否 ＤＩＤ
体制内 ０．６６７　 ０．２０８　 ０．４５９　 ０．６６９　 ０．１３７　 ０．５３２
体制外 ０．５７４　 ０．３１３　 ０．２６１　 ０．５４７　 ０．１８９　 ０．３５８
ＤＤＤ　 ０．１９８　 ０．１７４

　　注：１．Ｄ＝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１２）－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１０）；ＤＩＤ＝Ｄ（换工作者）－Ｄ（未换工作者）；
ＤＤＤ＝ＤＩＤ（体制内）－ＤＩＤ（体制外）。

２．匹配：根据２０１０年是否在体制内进行１∶１匹配；ＩＰＴＷ：根据“是否换了工
作”进行ＩＰＴＷ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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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０．２６１，体制内的工作流动群体较不流动群体的收入增幅高出

０．４５９，这是第二重差分结果；其次，如果比较体制内外的差异，体制内
为工作流动带来的收入增幅比体制外的市场竞争部门高出０．１９８，这
是第三重差分结果。在没有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得到的收入增长率，体
制带来明显的溢价，而体制与工作流动的结合则会为劳动者带来更高
的收入增加。

我们进而使用倾向值匹配和ＩＰＴＷ加权方法，控制两期数据之间
展现的动态工作流动过程中可观察到的偏误，获得劳动力群体在两年
间的净收入增长状况，用来进行效应大小的比较（参见表３第四到五列
数据结果）。从总体趋势看，匹配前后显示的净收入增长幅度与粗幅度
一致，即体制内群体发生工作流动后带来的收入增长最多（０．６６９），比
体制内没有换工作的人群的收入增幅高出０．５３２；同理，在体制外的劳
动力市场中，工作转换者比未流动者的收入增幅高出０．３５８，进一步看，
作为差异的差异，体制内的情况比体制外高出０．１７４。在处理选择性问
题后，收入增长的具体效应，或者说体制与工作流动带来的收入溢价在
数量上发生变化。与粗收入增长率相比，体制内和体制外没换工作的
群体收入增幅均有较大幅度降低，而体制与工作流动相结合带来的收
入溢价仍处于较高水平。

由此可见，仅看体制分割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中两类部门结构的静
态的收入差距，体制内的收入在基数上会高于体制外群体，这是许多学
者经过实证研究后得到的结论（Ｗｕ，２００２；邢春冰，２００７；Ｘｉｅ，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孙文凯等，２０１６），但从收入变化的动态角度看，体制带来的收入
溢价通过与体制相关的工作流动表现出来，体制内部的工作流动会带
来极高幅度的收入增长，在处理样本选择性之后结论依然十分稳健。

（三）体制壁垒效应的实证策略
体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分割，为体制内成员带来稳定的工作和更

高的收入增长，同时还影响工作流动的方向，即一旦发生了工作流动，
在换工作的人群中，体制内部的工作转换和体制外群体流进体制内的
工作转换的发生概率存在差异，这是体制构造的隔离排斥性壁垒。此
时，我们的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发生工作流动的劳动力群体，
因为未换工作的群体谈不上进一步对其流动方向的讨论。与上一小节
存在的问题相似，由于最初分布在体制内外的状态，换工作群体中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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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是否换工作的选择可能，进而影响流动的终点方向。同样，根据序
次可忽略性假定，在尽可能地控制了可观察到的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经
济特征和人力资本情况这些协变量之后，我们假定个体“是否发生工作
流动”这一事件与“是否处于体制内工作”这一前干预本身无关。在控
制了可观察到的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和人力资本情况及“是否
处于体制内工作”这些变量后，劳动力人口“是否流进体制内”这一事件
与“是否发生工作流动”这一后干预无关。在此假定满足的条件下，我
们可以使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仅对换工作人群进行分析。

对此，我们采取的具体实证策略为，首先，将研究对象集中在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发生过工作流动的人群。与验证体制稳定性效应的方法类
似，以“２０１０年的工作是否属于体制内”作为因变量，将劳动力的人口、
社会经济特征控制变量纳入倾向值计算过程，使用Ｌｏｇｉｔ模型获得个
体发生工作流动的倾向性并通过１∶１匹配得到平衡的样本，解决发生
工作流动的劳动力人口中的选择性问题。其次，此时工作流动方向的
终点即为“２０１２年是否在体制内”，通过使用匹配后样本计算２０１２年
体制内外的换工作者的比例，我们可以验证体制是否形成一种进入壁
垒，阻止体制外群体流入其中。

基于此实证策略，表４展示的是验证体制对工作流动方向影响的
数据结果。匹配前的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发生过工作流动的６９０人。

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中的换工作者大部分局限在所处部门内部，占

９１．４５％，仅有８．５５％在２０１２年从体制外流入体制内。体制内的换工
作者则流动方向较为平均，有５４．７％的人一旦选择换工作便流出了体
制外，同时有４５．３％的人依然握住“铁饭碗”，是在体制内部进行工作
流动（详见表４第一列数据）。

表４：倾向值匹配前后工作流动发生方向的分布差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发生工作流动者
２０１２年在体制内

匹配前 匹配后
体制内（％） ４５．３０　 ４５．３０
体制外（％） ８．５５　 １１．９７

Ｄ　 ２．１８１　 １．８０７
（０．２３８） （０．３４０）

　　　　注：１．Ｄ＝ｌｏｇ（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在所有发生工作流动的人群中，根据２０１０年
是否在体制内进行１∶１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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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展示了粗工作流动方向占比之后，我们在所有工作转换者中依
据最初是否在体制内进行１∶１的倾向值匹配，处理是否发生工作流动
背后的选择性问题，所使用控制变量为性别、２０１０年的年龄、２０１０年的
户籍、２０１０年及以前完成的受教育年限、２０１０年该份工作的工龄及其
平方、党员身份、１２岁时的户籍、父母受教育年限、２０１０年职业ＩＳＥＩ。

匹配后样本在各个控制变量上无显著性差异。表４第二列数字展示的
是匹配后工作流动发生方向的分布比例，样本数为２３４，其中体制外的
换工作者中有１１．９７％流进体制内，比匹配前比例有所提高，这主要是
由于通过匹配的过程将市场竞争部门中一部分容易经历工作流动的低
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筛选掉，增强了控制组与干预组的可比性。即便如
此，“体制壁垒效应”依然十分显著，体制内的工作转换者是否流入体制

内的几率是处在体制外的市场竞争部门的换工作者的６倍（ｅ１．８０７＝６．０９），

换言之，体制外群体很难流动到体制内的工作岗位上去。体制构建了
一个牢固的壁垒，体制外部的人被限制在外，难以跨越边界清晰的门槛
进入体制。相反，体制内的劳动力则是既得制度获益者，他们一旦发生
工作流动，既有可能在体制内部换工作，也有可能选择“下海”流到体制
外，拥有更高的自主选择权。

五、结论与讨论

采用动态的工作流动视角，使用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和ＣＦＰＳ２０１２两期数

据，并运用倾向值匹配、ＩＰＴＷ和差分方法，本文系统探讨了劳动力市
场中的体制带来的二元结构分割对工作流动的影响。我们提出，在后
市场转型时期，体制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两种运行逻辑，这是影响劳动
力市场工作流动机会结构安排和制度化不平等重要的集体性因素，会
对工作流动产生三方面效应：稳定性效应，提供内部庇护，降低体制内
的工作流动率；收入效应，为与体制有关的工作流动带来更高的收入增
长溢价；壁垒效应，构建进入障碍，阻碍和排斥外部群体流进体制内。

首先，体制将劳动力市分割成边界清晰的二元市场结构，体制内成
员受到本单位庇护，不易发生工作流动。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城镇统
分统配的用工制度，整个市场转型过程就是市场要素不断进入和劳动
力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然而，传统的单位体制整体式微的同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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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单位制的部分作用，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制度安排。

体制内部虽然按照市场竞争原则进行招聘录用，但体制本身仍然带来
巨大附加福利。体制内工作被认为是“铁饭碗”，受到政策支持和资源
倾斜，拥有较高的声望、收入、福利和稳定性。体制内形成内部劳动力
市场提供对内部成员的保护，体制内群体的职业生涯主要稳定于单位
内部组织结构中，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小，不易发生工作单位转换。

市场机制引导的效率逻辑对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并不彻底，单位
制度提供内部庇护的滞留效应依然存在，体制成为一把巨大的“保护
伞”，避免其共同体内部成员受到外部经济冲击。

其次，体制通过工作流动带来收入增长的部门溢价。进行与体制
内相关的工作流动，个体获得最高的收入增长。从动态的视角进行分
析，无论工作是否发生变动，两年间个体的收入一般都会发生变化。我
们用收入增长率来衡量这一变化的幅度。体制与工作流动相结合会进
一步影响这一幅度的大小，带来动态的收入效应。在当前的劳动力市
场中，不发生工作流动和体制外的工作流动群体的收入增长率远远低
于体制内部的工作转换群体。工作流动本身带来收入增加，而体制为
工作流动带来更高的收入增幅。由此可见，与体制内有关的工作转换
主要是收入上的向上流动，而体制外部则是积极主动的工作流动和消
极被动的换工作同时存在。

第三，体制为劳动力市场建构了坚固的壁垒，跨体制流动、特别是
体制外进入体制的工作流动不易发生。在市场转型初期，市场部门拥
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因此，部分体制内国有部门从业者选择“下海”

进入体制外的市场竞争中以期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随着市场化转型
的深入，市场要素逐渐进入到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提高体制内人力资
本回报的同时还附加了制度安排带来的各种福利，体制内工作拥有更
高的吸引力。一方面，这使得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流出，另一方
面，体制外的就业者更难流进体制。体制外工作者的流动多限于体制
外部，而外部市场竞争部门的流动则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因
此混合了主动选择的工作转换和受到波动影响的被迫流动。体制形成
一个巨大坚固的进入壁垒，主要影响外部群体进入体制的工作岗位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体制已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中影响工作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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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结构和经济回报不平等的重要集体性机制，是我们理解中国社
会整体分层状况的重要切入点。通过采用动态视角，利用追踪数据和
构建严谨的实证策略，本研究系统地检验了体制对劳动力市场的二元
分割及其对工作流动产生的影响，为后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逻
辑提供了系统的分析和解释，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社会整体的代内流动
情况并深刻理解流动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弥补了以往文献仅仅关注
体制的静态作用而忽略其动态影响的研究空白。当然，本文也存在一
定的不足。首先，我们无法控制未被观测到的变量，可能会影响解释效
力的大小，但不会改变整体效应方向及相关结论；其次，我们没有考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协变量（如教育等）可能发生的变化，考虑到仅有极少
数人群会发生这类变化，本研究的总体结论不会改变；第三，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的追访率为８８．８％（谢宇等，２０１４），即我们的研究损失掉１０％左
右的基线样本，但我们认为这部分样本并不存在系统性偏误。希望后
续研究可以利用其他高质量数据库进行检验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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